
年的美国

世纪中叶，西欧列强势力东渐，亚洲许多国家先后沦为殖

民地、半殖民地。但是，当列强的魔爪伸向日本列岛时，却没有

如愿以偿，反而成了日本发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明治维新革命的

契机。由于明治维新的成功，使日本冲破了封建制度的羁绊，确

立了近代国家体制，实现了民族独立。

明治维新有广义和狭义之分。狭义的明治维新，发生在

年，该年天皇睦仁举行即位仪式，取自《易经》中的“圣人南面

而听天下，向明而治”这句话，将年号改为“明治”。广义的明治

维新是指日本由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发展过程。本

文中提及的明治维新都是从广义上来说的，它始于

年海军准将佩里率军舰开入日本，强迫日本开放港口，终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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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皇专制主

自由民权运动天皇绝对主义新政权

“大日本帝国宪法”的制定和翌年教育敕语的颁布。在这近半个世

纪的时间里，日本固有文明与西洋文明发生了猛烈的碰撞，明治

维新改革者们，为了“富国强兵”，在政治、经济、伦理文化等方

面较明智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。如果我们按照时间的先后来追

踪日本这一时期的前进足迹的话，那么可以说，在政治上经过了

一个从尊王攘夷运动

颁布宪法（特殊类型的日本近代国家的确立）的发展过程，与

之相适应，在伦理思想上，经过了一个从勤王论

民主主义伦理义的启蒙伦理 国民道德论（东西伦理文化

的综合）的发展过程。这两个发展过程，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

个方面，两者相辅相成，交互作用，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。因

此，本章将从这种联系的观点出发，以日本近代国家是如何确立

的这一问题为线索，来考察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伦理思想的变迁和

归宿。客观地阐述这一问题，不仅极有益于我们认识日本伦理与

现代化的关系，而且能使我们在日本伦理和西方伦理的交锋对阵

中，看到各自的优势和弊端，尤其对于经济落后的国家，在“开

放”的大背景下，正确地处理本国传统伦理与外来伦理的关系，建

设现代化国家，尽快缩短和先进的现代化国家之间的差距，具有

重要的借鉴价值。

日本近代国家的确立以及与其相适应的国民道德论的形成，

作为明治维新在政治制度和伦理文化上的两个终结点，经过了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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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纪前，日本尚处于生产力极其

个近半个世纪的蕴酿、演变过程。然而，要想科学地审视、剖析

这两个终结点的性质及其在日本现代化行程中的地位和影响，就

不能仅仅把视线局限在明治维新时期，还要对明治维新伦理思想

的源流加以考察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摆脱纷繁现象的迷惑，从

看起来似乎对立的伦理意识中发现其同一的本质，对随着社会存

在的改变而改变的明治维新时期不同阶段的伦理思想，进行一以

贯之的系统解说。

一、日本古代伦理思想的历史演变

据有关史书记载，在公元

低下的原始社会或神话时代。那时，日本人祖先的生活很大程度

上受着自然条件所左右，产生了对自然物和自然现象神秘威力的

盲目崇拜，把人世间的一切事变都归于神的作用。于是，他们备

供品向神致祭行礼，梦求通过对神的尊崇来获得恩惠，通过咒术

去免灾祸。日本原始社会的道德观念就是通过对于神的习俗和礼

仪体现出来的。

日本原始社会早期的善恶观是同人们感觉到的吉凶祸福直接

联系在一起的，善恶是吉凶的同义语。也就是说，善即福，恶即

凶，凡有利于人生的一切都是善，凡有害、威胁人生的东西都是

恶。正是在这种意义上，人们称疫病流行之年为恶年，称丰年为

善年；把破坏当时作为维持人们生命秩序基本条件的农耕灾祸视

为恶之本，把安定的生命秩序视为至高善。这种善恶观与人们的

行为和行为的动机并没有联系，因而还说不上具有道德的意义。

随着农耕的发展，生产力的提高，日本人的祖先所处的社会

生活共同体逐渐扩大，且复杂化，作为一种特殊社会关系的道德

关系便应运而生。于是，日本原始社会早期的那种善恶即吉凶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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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思想基础，制定、颁布了“

世纪中叶

善恶观开始染上了道德色彩，并在祭礼中体现出来。这种日本原

始社会道德即“清明心”的道德。所谓“清明心”，亦称“赤心”、

“善心”，与此相反的是“浊心”、“黑心”、“邪心”，它是指祈祷神

灵时的无私心态，或者说是一种从罪恶、混沌的生命秩序中摆脱

出来后处于安定的生命秩序之中时的安定的心理状态。“清明心”

道德包括的主要内容有，绝对服从神或者作为天照大神化身的天

皇的权威；尊重人间的慈爱；尊重社会的正义。它要求人们的心

灵与神相通，忘却“自我”，放弃包括生之利害在内的“我之利

害”，似清澈流水，如明亮太阳。这种尊崇天皇的“清明心”道德，

作为日本人原始的道德观念，已具有了现世性、和谐性、乐天性

和恬淡性的特点，对尔后日本伦理思想的发展乃至当代日本伦理

学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“清明心”道德虽然具

有了道德的意义，但毕竟未达到进行善恶反思的高度，从严格意

义上，只能说是一种古朴的道德情感或道德思想的萌芽。

世纪前后和

日本人古朴的道德情感向进行善恶反思的道德思想转变的最

初契机是中国儒教和佛教的输入。约在

世纪前，儒教、佛教时，儒家思想和佛教相继传入日本。但在

拜上，教义伦理还没有渗入社会道德生活之中。到了

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仅仅局限在对佛经、佛像、儒经等的信仰和崇

世纪初，圣

德太子大量接受大陆文化，下诏兴隆佛法，以儒教、佛教的教义

条宪法”。这一宪法，形式上近似

条政于道德训诫，为贵族制定了在社会政治活动中应该恪守的

治道德。它以儒家的“和”为核心，以佛教的“慈悲”，儒教的

“仁”、“义”、“礼”等为主要内容。例如：“礼之用，以和为贵”、

“绝忿弃嗔，不怒人违”、“率士兆民，以王为主”、“惩恶劝善”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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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纪初，随着律令国家的

条宪法”的“明辨诉讼”、“夫事不可独断，必兴众宜论”等等。

制定，标志着日本人的古代道德观上升到了凭理性进行善恶反思

的政治道德高度。因此可以说，具有真正意义的日本伦理思想史

卷的第一页，是由圣德太子翻开的。

从圣德太子时代起，在日本的统治阶级中就已经产生了以佛

教为国家统一思想基础的想法。到了

到了佛教对于维护国家、保护王室的重要增强，政府愈来愈认

作用，于是便发布“僧尼全”，把佛教定为国教。从此，佛教伦理

开始在社会道德生活中占居了主导地位。

在佛教居于统治地位的初期，对社会道德生活发生影响的教

义伦理，基本上可以说是原原本本地从中国引进的。作为一种思

想体系的日本佛教形成于平安朝时期。平安时期初，最澄和空海

入唐朝求法回国后，分别创立了天台宗和真言宗，被称为“平安

二宗”。天台宗一方面主张“三谛圆融”、“一念三千”和“一切众

生皆有佛性”的观点；另一方面还建立了以十重戒和四十八轻戒

为主要内容的大乘圆顿戒坛，融中国天台宗的严密理论体系和富

有世俗色彩的宗教形式为一体，显示了教戒一致、台密合一的鲜

明特性。真言宗基于“即身成佛”的基本立场，视大日如来是宇

宙的本体，认为宇宙的全部活动都是大日如来的身密，任何人只

要其自身的身密与大日如来的身密相应，就能够与大日如来化为

一体而幸福生存，就可以即身成佛。以上所说“平安二宗”，与最

澄和空海的名字联系在一起，标志着日本佛教道德理论的产生。

日本社会进入镰仓时代后，平安朝室贵族势力衰退，封建关

系逐渐得以发展。面对封建制的全面确立，在社会经济、政治生

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各个阶级的宗教伦理心态也不相一致。在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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族阶级看来，武士的兴起和贵族政权基础的崩溃，无疑意味着自

己“末法”时代即黄昏到来，要想得救只有寻求通向彼岸世界、西

方净土的途径。净土宗和真宗正好迎合了这种心理。净土宗强调

“厌离秽土”和“欣求净土”，认为众生在生死世界中循环不已，是

最痛苦可厌的事情，只有靠念佛升入天国极乐世界后，才能免除

痛苦，得以解脱。真宗主张无需戒规，仅靠履行世上普通教义的

修行，坚定内心信仰，就可以往生安乐园，即“一念发起，平生

就业”。即使犯了大罪的“恶人”，只要坚信阿弥陀佛，也能成佛。

这种生死价值观，为自感软弱无力、苦于找不到现实出路的没落

贵族找到了得救的道路，因而自平安末期后越来越为贵族们所接

受、信奉。

随着封建制度的全面确立，农民们在武士强力的统治之下处

于极端困苦之中。如果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进行反抗，就会招致

更大的灾难。同没落贵族一样，农民们也只有在超越经验世界的

“极乐世界”中才可以找到出路。因此，在镰仓政权建立后，净土

宗和真宗主要成了农民的宗教。除此以外，农民还信崇日蓬宗。日

蓬宗否定现实，厌恶秽土，教义、教规非常简单，具有强烈的排

他性，即凡是其他宗派的教徒，不管什么样的显贵、权威，都一

概不予承认。它不仅能反映农民的走投无路的心态，还能反映被

压迫者对统治阶级的反抗心理。

至于武士阶级，从其巩固已有的统治地位出发，要求奉行双

重义务的伦理行为规范：一方面，主君给予以恩赏；另一方面，武

士对主君要绝对忠诚，勇于献身。禅宗适应了武士的这种献身道

德心理。因为它主张“见性成佛”，提倡以灭绝人性、使人心如木

石为特征的克己主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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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宪

年，文

把居民划分

上述各宗派在镰仓时期都发挥出了各自的创造力，使日本佛

教伦理的发展达到了鼎盛期。

继佛教空前隆盛的镰仓时代之后的南北朝一室町时代，虽然

佛教伦理仍占优势，但已失去了前一代那种活泼生气和思想创造

性。不久，便出现了儒教和佛教的对抗局面，使佛教伦理逐渐趋

于瓦解。

儒教传入日本后，儒教伦理尤其是“三纲五常”、忠孝和礼的

学说，对日本社会道德生活影响很大。圣德太子草拟的“

条政治道德。公元法”实际上是以“和”为核心的

年，孝谦武天皇在诏书中强调：凡政之道，以礼为光；公元

世纪天皇曾下诏令全国学习《孝经》，奖励“孝子”。但是，在

前，由于受社会结构的局限，儒教伦理长期依附于佛教伦理，没

有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思想体系，它仅仅作为贵族阶级的教养，在

上层社会得到有限的实行。

年，德川家康在江户建立了幕府统治公元

为士、农、工、商四个等级，实行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。为了维

护这种身份等级制度，单靠武力镇压是远远不够的，还必须有一

种控制人民思想的御用学说。这种御用学说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

件：一是适应于当时在有了一定发展程度的生产力条件下的人们

的理智要求；二是把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关系和伦理纲常问题放在

重点地位而加以解决。适应这种需要，日本朱子学应运而生，并

被幕府定为官方哲学。于是儒教伦理最终摆脱了佛教伦理的压制，

开始在社会道德生活中居于正统地位。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明治

维新前夕。

朱子学的代表人物是藤原惺窝和他的高徒林罗山。朱子学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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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“大义名分论”，把日本社会分为天子、诸侯、御大夫、士、庶人等

五个等级，并把它说成是万古长存的天理。它还主张用“五伦”道德

作规范，以维系君臣、父子、夫妻、兄弟、朋友之间的关系，尤其强调

君臣、父子、夫妻的“上下贵贱之义”的永恒合理性。

儒教被作为官方哲学，不仅导致了朱子学派的繁荣，而且也

导致了阳明学派、古学派的兴起。随着朱子学的成长，从最初信

奉朱子学的学者中派生出了许多阳明学家和古学家。

阳明学派的“开山祖”是中江藤树。这一学派的伦理观建立

在“良知”说的基础之上，其主要特点是：首先，重孝道，以孝

为万事之根本。中江藤树认为，“明德”是“万物一体之本体”，

“我心之孝德即明”，因此，“天地万物皆在我本心孝德之中”。这

里，他是通过用“孝德”一词来代替“明道”一词的手法，把孝

作为造化天地万物之本的。其次，主张“文武一德”、“忠孝一

本”，强调武士必须首先“明明德，守义理”，才能发扬“仁义之

勇”。再次，重德教，强调通过以良知为镜而慎独，交五伦，去私

欲，以达到本性之明德的道德修养功夫，认为朱子学的道德修养

方法是规范的强制，对于提高来自内心自发的德性不起作用。

宋学和阳明学的对立，导致了人们对后世儒学的疑惑，从而

产生了试图从儒学古典出发来解释儒学的古学派。古学派的主要

代表人物有山鹿素行、伊藤仁斋和荻生徂徕。古学派依据古典，反

对朱子学的“理性之说”。在伦理道德方面，认为道德是“性”以

外的东西，不能从人类的“性”中引申出道德。山鹿素行一方面

承认“性”有善恶，另一方面把道德与“礼”联系起来，视

“仁”为道德的源泉，认为“情”之发动而合乎礼节的就是“仁

义”。伊藤仁斋认为，道德和性不同，是独立于主观之外的东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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荻生徂徕把山鹿素行关于“礼”的见解，伊藤仁斋关于道德客观

性的主张明确地加以理论化，认为人心无善恶之分，可以动于善，

也可以动于恶。先王为了寻性于善而造出了“道”，其核心是

“仁”，其内容是“礼乐刑政”，其方法是“以礼制心”，其目的在

于安民治国平天下。

关于古学派的伦理，还有必要着重一提的是山鹿素行把儒教

伦理全面地运用于武士道德生活之中，创造了维持武士阶层的特

权地位和这一阶层内部的既有秩序的道德行为规范的学说即武士

道，也称武士的主从道德。山鹿素行的“士道”论认为，士者所

以立本，在于知其职分。士的职分，不仅是奉公主君，还必须是

作为三民师范的社会指导者。也就是说，一方面要尽人伦之道，明

辨人伦之理即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等基本的人际关系，还要

对“三民”（农、工、商）以身示范伦理规范。“士”为了完成自

己的职分，必须恪守“士道”。这种“士道”“以古贤人之道”为

本，要求士必须立志达到作为天地万物存在依据的最高理法，强

调“大丈夫之本意”就在于以古圣人之道为本，以贤人君子之行

迹为辅助，明辨古今时代之变化和人物之理，博采见闻，增进才

华，磨炼智力。它依据《礼记》、《典礼》，以礼的基本要求为基础，

构建了武士在日常实践中应遵守的礼的道德规范体系。也就是说，

“士道”实际上是“礼”在涉及公与私时，适应其时间、地点的种

种不同表现。如：光临饮食之时，应该正容貌、节饮食等的饭桌

礼法；在社会面前曝光时，应该保持端正、体面等的衣服礼法；当

主君无法、无道等时，君子不需等待君主悔过，应果断辞退的谏

言的礼法；凡事都要进行忠与不忠、义与不义的价值判断的忠君

的礼法；等等。总之，山鹿素行的“士道”是以礼为核心、以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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荻生徂徕（

为本质特征、以“士”的外在威仪为主要内容的。这种主从道德，

作为一定时期的武士的主导伦理意识在德川时期的日本伦理思想

中居于重要地位，而且对尔后的日本社会乃至当今日本伦理学说

也都产生了极大影响。

年）完成了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在享保年间（

“中兴”大业，使德川幕府统治步入极盛时期。与此同时，“危

机”作为“极盛”的孪生兄弟也开始在其母体中骚动。在天保时

期，由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，尤其是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增强，使

幕府财政经济恐慌。为了摆脱困境，幕府不得不大量铸造劣币以

套取差额利润，不得不依靠商业资本，大力开垦新田，积极举办

其他“兴利”企业，致使农民阶级逐渐分化为农奴式的契约农民

和无土地农民。在这种分化过程中，劳动农民被套上了双重枷锁，

不仅受着幕藩领主的剥削，而且还受着高利贷地主的剥削。超载

的负荷迫使农民多次举行起义和暴动，从根本上动摇了幕府的统

治，促使其逐渐走向解体。在此以后的德川幕府末期，随着成熟

的封建经济矛盾日益全面明朗化、尖锐化，作为社会意识形式之

一的伦理思想领域，不再像以往的儒教各派那样蒙着一层单一的

阶级色彩，而是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现象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。

带有不同阶级色调的诸多伦理学派，既同一定的阶级利益相关，又

跨时代地同明治维新伦理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。特别是从荻生徂

徕到佐久间象山这一段幕末伦理思想中所潜在的基本动向，可以

说是明治改革者们进行维新的原初伦理依据，是明治伦理思想的

前奏曲。

二、荻生徂徕的伦理思想

年），名双松，字茂兰郎，号徂徕，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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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是从“理”中引申出来的，如林罗

称总右卫门。将军侍医家庭出身，生逢德川幕府统治第一次面临

危机之时。当时的幕府业亦认识到了幕藩封建制度开始解体、崩

溃的趋势，并企图实行“变革”以挽救其日益动摇的统治。１７１６

年德川吉宗领导的幕府进行了第一次改革，即“享保改革”。荻生

徂徕适应幕府的需要，在批判朱子学世界观、伦理观的基础上，依

据“作为”的逻辑，构建了一个新的伦理体系，为“享保改革”提

出了伦理思想支柱。

在“享保改革”以前的德川幕府统治时期，以林罗山为代表

的“朱子学”世界观、伦理观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长期居于统治

地位。“朱子学”认为“理”即“太极”或“诚”，是宇宙最终的

根据，世间任何事物都是“理”和“气”的结合，由于“气”的

作用，“理”以特殊的具体形态显现为天地万物。“理”不仅规定

自然界的秩序，而且也规定人类社会的秩序。作为人类一切社会

结合关系的“五伦”道德，

这样，就

山所说：“太极，理也；阴阳，气也；大极之中本有阴阳，阴阳之

中亦未尝不有太极。五常，理也；五行，气也；亦然。”①

给封建道德的仁义礼智信五常罩上了神圣天理的光圈，君臣、父

子、夫妇的“上下贵贱之义”被合法化了。朱子学的这种以“天

人相关”、“天人合一”的自然法则原理为基础的伦理体系，把德

川幕府统治美化为体现天理的永恒不变的东西。

当德川幕府体制处于稳定时期，这种朱子伦理思想无疑会倍

受统治者的推崇。但是，当幕藩体制开始走下坡路，统治者被迫

施行“变革”时，它所主张的不变的逻辑和永恒的伦理便显得苍

页。卷，日文版，第《罗山文集》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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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无力。主张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合而为一的朱子学传统理论，已

不能再继续作幕府“变革”实践的思想体系。徂徕看到了这一点，

认为朱子学的理论解释不了幕府体制的危机现象，因而他反对朱

子学的理气合一说，否定自然秩序的逻辑，主张自然规律不同于

人的生活法则的“道”的理论。在徂徕看来，“道德不是事物当然

之理，也不是天地自然之道”，而是“先王之道”。“先王之道”即

“安定天下之道”。作为孔子道德论核心的“仁”，就是这种“治国

家之道”、“长人安民之道”，其内容是“礼乐刑政”。“先王之道”

不是朱子学所说的那种内在于人的“性”或“心”之中的作为宇

宙普遍根据的“理”，而是先王为“治国平天下”而行使的“术”

即手段，它不是自然之道所赋予的，而是由“先王”造作出来的。

徂徕在《辩道》中明确」指出：“先王之道，先王所造也。非天地自

然之道也。盖先王以聪明睿智之德，受天命，王天下，其心一以

安天下为务。是以尽其心力，极其智巧，作为是道，使天下后世

之人由是而行之。岂天地自然有之哉。”

以这种“道”起源于“人为”的理论为依据，徂徕否认以

“理”治心的伦理学，提倡“以礼制心”的道德学说，他认为“理

无形，故无准”，“盖先王之教，以物不以理”。这里的“物”即礼

乐刑政。人的“性”或“心”本无善恶之分，善恶是人心根据外

部条件如何而发动的结果，人心可以动于善，也可以动于恶。先

王为了导性于善而制作礼乐刑政。可见徂徕所说的道德是“性”以

外的东西，它起源于人的造作，并不是从固有的自然之道中派生

出来的。

徂徕的伦理思想中还含有反对以人欲为恶的观点。他批判儒

学的禁欲主义倾向和克己说时指出，后世儒者不识先王之道，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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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样，

逞其私智，以谓为善而去恶，扩天理而遏人欲也。

徂徕的伦理学，从表面上看，好像是与朱子学伦理学说针锋

相对的，似乎是一种批判德川封建制、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伦理

形态，而实际上则是一种为幕府末期统治服务的新封建道德学说。

他批判“天人合一”的朱子学伦理思想的依据，并非自己的独创。

“以礼制心”这一伦理命题，在我国见于《商书》，在日本，则是

承袭了熊泽藩山、山鹿素行和伊藤仁斋的伦理思想。熊泽藩山曾

说过，人心是活物，所以不能不动，不动于善，便动于恶，夫礼

法者入欲之堤也。山鹿素行认为“情”之发动而言乎礼节的就是

“仁义”，因而道德不是从人之“性”，不是从主观中直接引申出来

的，道德形成的根据在于“礼乐”之中。伊藤仁斋也认为“道

德”与“性”是不同的，它是独立于主观之外的客观的东西。徂

徕把如上思想加以理论化，以此来驳斥朱子学伦理学说，为幕府

的“享保改革”提供了伦理思想体系。这种伦理体系同江户中期

以后从朱子学派内部分裂出来的所有反对官学的“私学”

是封建制走向衰落过程中的儒教伦理的自我批判。徂徕不仅假定

了“先王”这个历史的实在，还把八代将军吉宗也假定为“作

为”的“主体”，这就清楚地暴露了其为现实的封建社会秩序服务

的本然面目。他提倡的变革的逻辑、人的作为的伦理，不是为了

否定幕府的封建制度，而是为了承认先王后继者的将军的“作

为”，以重新巩固日趋没落的幕藩体制。徂徕伦理思想的局限性是

非常明显的，但是他在日本伦理思想史上第一次把自然规律和人

类社会规律明确加以区别的思想，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，它

①阴阳学家、大学家的学说，被称为“私学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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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（

不仅已蕴涵有佐久间象山的“东洋道德西洋艺”的思想结构，而

且为明治时期的“由上而下”的启蒙运动作了准备。

三、国学的伦理思想

享保时期，德川幕藩体制所暴露出的种种矛盾使其陷入困境

之中，从而促使了林罗山的朱子学伦理体系的崩溃和转变。当时，

出现了一种依据“古道”，批驳衰落的朱子学说，建立新的理论体

系的思潮。如上所说的徂徕学和下面将要论述的“国学”都属于

这种“复古的形态”。然而二者有着明显的差异。徂徕学主张通过

对儒教古典的研究，才能真正理解“先王之道”，认为朱子说的

“理”主宰宇宙的看法，是对先王之道的歪曲，社会秩序的逻辑应

是人的“作为”即“变革”的逻辑。徂徕学依据儒教的古典来批

驳作为儒教的朱子学说，这种批判使其自身囿于儒教体系之中，充

其量只能使其以同一体系的新阶段的姿态呈现。国学也主张恢复

古道，主张通过古文辞学的研究来弄清古代精神的全貌，以否定

作为封建伦理支柱的外来儒教思想。这种把古典的内容主观地断

定为普遍真理的信仰主义立场与徂徕学没有不同，但是，两者作

为真理所提出的“道”的内容却是完全相反的。国学所说的古

“道”并非儒教的古道，而是日本古代的“神道”，它主张恢复的

不是儒教固有的精神，而是日本民族固有的精神。国学兴起于近

世中期，创始人是契冲、荷田春满等，通过贺茂真渊，由本居宣

年）集大成，形成包括哲学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学、

语言学等完整的思想体系，而后又由平田笃胤等加以完善和发展。

国学以商业资本家阶层为背景，主要是以城市知识分子为代表的

改良主义思想体系的产物。

国学伦理思想基于感情主义人性观，主张以所谓的人情为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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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人身价值的标准，企图恢复屈服于德川封建制度的日本人的固

有本性。

国学家认为，对日本古典文献进行一番科学的研究，可以如

实地把握“日本古道”的真象。作为“顺应天地”自然之道的真

实的“道”，是与虚伪的“唐心”（中国精神）和“佛心”（印度精

神）相对立的“大和魂”（日本精神）。“大和”即春满的“真情实

意”，真渊的“亲密无间之情”，宣长的“纤细优美之情趣”。这种

活生生的真实的思想感情存在于未受“汉意的矫揉造作”的日本

古代社会，随着儒教和佛教的传入，日本人的真情被严重歪曲，古

道衰微，人心“慧黠”不直。因而要想使人性合乎“古道”，就必

须批判儒佛思想，打破其严密的禁锢，这样才能解放、恢弘日本

人的真情。真渊肯定奈良时代文化而否定平安朝文化，认为《万

叶集》和歌为代表的奈良文化未受儒佛思想的影响，咏出了日本

人质朴的天性万叶精神，与符合“天地之道”的古代生活相一致，

因而是值得加以赞扬的；而以《古今集》为代表的平安朝文化则

深受儒教和佛教所教导的人为的礼和制度的束缚，它体现的是与

日本人的真情相背离的“讨厌的慧黠心”，因而是应该加以贬斥

的。本居宣长认为，构成平安时代文化的优美、纤细、沉静、冥

想等理念即“事物的幽情”，应代替封建儒教、佛教的价值尺度来

评价文学的好坏。这种尊重平安文化的思想看起来似乎与真渊相

对立，实际上是不矛盾的，两者都是为了排斥儒教、佛教而以复

古的形式来肯定人类的“真实心情”。

国学对这种“真实的心情”的肯定，蕴涵着如下几种意义：

肯定“雄壮之心”，歌颂封建尚武主义原则。真渊认为体现日

本人“真情”的《万叶集》和歌，其格调不论“悠闲、明朗、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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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人心日趋慧黠

为，

脆、深远”，皆“贯之以清高正直之心。且其高中有雅，直中有雄

壮之心”。“雄壮之心”即臣下的武勇精神，它是上古时代国家繁

荣昌盛的重要因素，是真理之“道”的“大和魂”的基本成份之

一。在真渊看来，中古以后的日本国家之所以丧失古道，使人心

日趋邪恶，变“直心”为“奸心”，是由于采纳了外国人制定的许

多烦琐政令，臣下分为文司和武司，“贵文而贱武”的结果。

肯定所谓的“直心”，提倡愚民主义原则。国学家作为“古道”提

倡的“真实的心情”是“雄壮之心”和“直心”的有机统一体。这

里的“直心”与智慧不仅毫无因缘，而且是水火不容的。国学认

为，“天下之人不愚则君不昌”。人心“正直”的古代理想社会是

“木板屋顶，土垣墙，布麻衣，黑葛缠的刀”，天皇“携带弓箭行

猎”的“愚”民社会。由于外国的儒教和佛教使人们有了小聪明

表面上崇敬君主，使之过分尊贵，于是天下便

归臣心矣。因此，教人以智慧的儒教是人心背离正直而走向邪恶

的根源，是乱国大患。 批判严格的封建等级观念，提倡平均

主义原则。真渊主张女不劣男的思想，反对封建的男尊女卑观，他

说，此大和魂，女子何劣之有。进而又说，所谓人异于鸟兽，是

人自夸而侮其他亦唐人之癖也。凡天地间一切生物，非皆出类乎。

批驳朱子说“存天理、灭人欲”的说教，直率地肯定人类的自然

欲求和商人积累货币、追求利润的正当性。本居宣长认为，人之“真

情”即谓“道”，凡合乎“道”的事物就是“理”。所谓人之“真情”，就是

人欲，因此“人欲即天理”

年

，人生于世就应当“自私享乐”。他还认

月在大阪、江户发生的农民商人暴动，“不是在下的

页。①《本居宣长集》，日文版，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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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他还把神分为善神和

不好，而是在上的不好”，德川幕府统治者对农民商人的横征暴敛

必然会引起反抗。在他看来，商人谋利是正当合法的，所拥有的金

钱分文不容剥夺，因为他们“不管积蓄多少，都不是在上的所赐，又

不是偷盗别人的东西，也不是违背法律而得来的，都是各人祖先或

自己劳动所得的金钱”

国学一方面积极地宣扬日本人“真实的心情”或“大和魂”，

试图从“唐心”和“佛心”的束缚中解放出日本人的感情，使其

伦理思想具有感情主义的特征。但是，另一方面由于国学依托的

阶级的局限性，它不仅仅否定儒教理性主义，而且还否定一切理

性主义，从而陷入了感情至上的神秘主义泥坑，使其伦理思想带

上浓厚的神学和国权主义色彩。国学从天皇制政权为了统治人民

而捏造的古典文献中去寻求所谓真正的“道”，因而从其创始时期

就孕育着神秘主义的弱点。本居宣长继承了以往国学派神秘主义

的思想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神学世界观。本居宣长认为，产灵神

是世界之本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诸神的作为，而“一切诸神、

万国人类、万物，皆由于高皇产灵尊之产灵之神德而生成，故可

称为天地诸神万物之大祖者，此御神也’，

恶神两种，认为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好现象都起因于产灵神即

善神，而一切不良现象则归因于祸津日神即恶神。本居宣长的神

学伦理观尤其强调日本人的优越地位观念和尊皇观念，认为日本

是“普照四海四方的天照大御神出生的本国，因而它是万国之本

源的国家”，日本皇统系天照大御神的后嗣，与天地共存，万代连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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页。①《本居宣长集》，第

第 17 页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